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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 陈宝良 
  主持人语:本期所收两篇论文,范金民所撰之文,在仔细梳理与辨析史料的基础上,对明清两代江南

官布的征解作了全新的解读,既对征解制度的变迁有钩稽,又对已有的成说提出了质疑,所论在朴实中

不乏创新,对于重新解析明清江南经济史大有裨益;杨向艳所撰之文,以“续妖书案”为切入点,藉此对晚

明万历朝的政局加以新的探讨,既关乎佛教文化史,又与晚明政治史颇有关系,所论内容虽不可遽断为

新的探讨,但对佛教与晚明政局三致意焉的努力,则对明代佛教社会史的研究不无启迪。众所周知,明

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固然久已成为热点,且不乏丰硕的成果,但尚有许多内容值得进一步深化研

究。与其将着眼点更多地置于视角与模式的创新,倒不如老老实实地将精力放在阅读有关江南社会经

济的丰富史料上,唯有建立于翔实史料支撑之上的新解读,方称得上是真正的创新之见。至于佛教与政

治的关系,更是晚明佛教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大抵反映了佛教世俗化的大趋势。若有学者将视角集聚

于此,不难做出颇有新意的佳作。

明清江南官布之征解
范 金 民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

摘 要:明代每年额定征解江南官布31万余匹,其中苏州府占近45%,松江府占42%强,常州府占近

13%。江南官布解运京师,特别是松江府解运三梭细布,后来成为江南最苦的差役,解户负担极为沉重。其征

解方式前后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不同的方式给解户造成的实际负担大不一样。清代康熙中后期起,官布采办

的地域集中在苏州吴县一地,责成布铺轮值承办,掯勒铺户。其数量,康熙中后期多至30万匹,后来因实际使

用量减少,乾隆中后期减至每年五千匹,而嘉庆中期有时会增至10万余匹,但通常在一二万匹,至多六七万

匹,道光初年则增至10万余匹,年年如此。明清时期无论官布的数量及其解运方式如何发生变化,其承值应

差的性质未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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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江南,既是全国棉花种植、棉布织作最为发达的商品生产地,又是全国最为繁重的赋税区。
为减轻民间的实际赋税负担和保证赋税的足额征收,宣德年间,应天巡抚周忱对赋税徭役实施大规

模改革,在棉布生产区,因地制宜,将赋税米粮部分折征棉布,以平衡各地的赋税负担。据说弘治皇

帝的内衣,都是由“松江三梭布所制”①。到正德时期,“内府甲字库收贮阔白三梭布”成为赏赐“内
官内使”的专用品[1]卷41《正德三年八月戊辰》。从此以后,明朝直至清朝宫廷所需棉布,基本上均由江南提供,
唐人吕温所说安史之乱后朝廷“辇越而衣,漕吴而食”[2],至此或可改称为“辇吴而衣,漕吴而食”。

① 明中期太仓人陆容说:“尝闻尚衣缝人云:‘上近体衣俱松江三梭布所制。’本朝家法如此。‘太庙红纻丝拜裀立脚处乃红布。’

其品节又如此。”见《菽园杂记》卷1,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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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布的解运,江南地方简称为布解,视为大役重役,今人也曾有所关注,有所成果①。但既有研

究仅着眼于松江一府,因而未能叙明明代江南每年布解总数及其各地分配数;明代江南布匹解运方

式的前后变迁也不清晰;清代官布采办的数量及其运作过程全然未曾涉及,明清官布征解的变迁更

是论而未明。至于不明白当时官布征收情形,认为嘉定棉布市场、市镇由此兴起,更是想当然的推

论,并不符合实际②。

一、明代江南官布折征及其数量

明代江南官布的征解量,并非如人所说不甚清楚,而是令典规定,有数可查。正德《明会典》和
万历《明会典》均载明,弘治十五年(1502),山东布政司夏税京库棉布20000匹,准小麦24000石;
河南布政司京库棉布81837匹;苏州府秋粮征京库阔白布19万匹,准米19万石;松江府秋粮京库

布175000匹;常州府秋粮京库阔白布米5万石,每石折布1匹③。计其总数,为516837匹,其中江

南苏、松、常三府进贡各色棉布为415000匹,占总数的80%稍强,而其中常州府的5万匹布已改征

米粮。
张学颜《万历会计录》记录万历初年的赋税征收量,载明内承运库甲子库阔白三梭布33000

匹,阔白棉布360411匹,共为393411匹。其中河南布政司征解阔白棉布60637匹,山东布政司阔

白棉布20000匹,苏州府阔白棉布14万匹,松江府阔白棉布99774匹,阔白三梭布33000匹,常州

府阔白棉布4万匹,计其总数,正好相符[3]pp996-998。江南苏、松、常三府所贡各色棉布为312774匹,
占总数393411匹的近80%,较之弘治后期未有明显增减。前后对照,又可知明后期苏州府征布量

减少了5万匹④,松江府折征了阔白棉布42226匹,折银数是每匹银3钱[4]卷9《田赋二·赋额》,p24。
每年额定征解的这31万余匹江南棉布,据天启元年(1621)应天巡抚王象恒疏称,嘉定县派布

95050匹,太仓、昆山二县派布44950匹,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派布107849匹,青浦县派布

24925匹,常州府的武进、宜兴二县派布各2万匹[5]p49。若单论数量,苏州府最多,为14万匹,占近

44.76%;松江府其次,为132774匹,占42.45%稍强;常州府最少,为4万匹,占近12.79%。其中松

江府所征棉布,万历六年(1578)起,京库阔白三梭布33000匹,阔白棉布折征后减为99774匹。万

历四十五年起,三梭布33000匹中,改织黄丝三线布5000匹,每匹加垫贴银2钱5分;黄丝二线布

28000匹,每匹加垫贴银1钱5分,两项共计加垫贴银5450两[4]卷8《赋额下》,p24。
在时人将布解负担呼吁得最为激烈的松江一府中,明末贡布的派征情形是:华亭县细布16185

匹,粗布48935匹;上海县细布10620匹,粗布32109匹;青浦县细布6195匹,粗布18730
匹[4]卷11《役法上》,p24,总计为132774匹。据万历后期直隶巡按房壮丽奏称,苏州府岁额阔白棉布14万

匹,每匹价扛银3钱;松江府岁额细布33000匹,每匹扛价银6钱1分,粗布97774匹,每匹扛价银

3钱。可知细布即阔白三线布,或称阔白三梭布,粗布即阔白棉布。而据明后期苏松道的呈文,用
于御用的只是松江府所贡三梭细布,数量为5000匹,其余均是供宫廷及赏赐之用的[6]p338。因此,

①

②

③

④

代表性成果如陈蕴鸾、曹幸穗:《明代松江府布解考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和《论明清松江府官布征解之

变迁》,《中国农史》2012年第2期。

如吴滔、佐藤仁史在其专著《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说:“昆山、嘉

定改折官布,直接导致本来要到松江采购棉布的客商可以分流出一批到这二县进行交易,在一定意义上说,安亭和陆家浜的兴起即发生

在这一背景之下。在归有光时代,甚至邻近的常州府欲采买官布也要前往安亭镇”(第66页);“本来缴纳官布的‘权利’,只由松江一府所

独享,明王朝在赋役改革中将官布作为贡赋经济的‘平衡杆’,间接促发了由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转移。由于昆山、嘉定部分地区改折

官布,本来要到松江采购棉布的客商,分流出一批到这二县进行交易,因而带动起一批棉布交易市场”(第76页)

正德《明会典》卷24《户部九·会计·弘治十五年起运数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第274页;万历《明会典》卷26
《户部十三·会计二·起运》,扬州广陵书社影印本,2007年,第468、469、473-474页。

正德《姑苏志》载,“阔白绵布折米一十五万二千石”(卷15《田赋·起运》,第10页),对照乾隆《苏州府志》(卷8《田赋一》第19
页)所载,此为弘治十六年起运数,则其时苏州府每年额定本色棉布已减为14万匹。



松江一府进贡的棉布总数虽然略少于苏州,但因御用棉布全由该府进贡,实际负担可能最高,是以

松江人一直呼吁布解之累最重应役最苦。
此30万余匹棉布,其实渊源有自。太祖洪武三年(1370),户部奏:“赏军用布其数甚多,请令浙

西四府秋粮内收布三十万匹。上曰:‘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以便其民,余征米如故。’”[7]

可见,苏、松、常三府进解棉布,起始含有任土作贡性质,从民简便起见,而限定在松江一府,后来才

扩大到生产棉布的江南三府。
从明代江南棉布的征解运作来看,额定数往往不能如期足额解交,拖欠累累,但其中的御用棉

布,随着皇帝生活的日益奢靡,同绸缎一样,往往临时加派,从而加重地方人户负担。如万历初年,
专门进贡御用三梭布的松江府,即“忽加御用三线细布八千匹,岁又费金五六千”[8]。

周忱在江南采用交纳棉布替代赋税田粮,本是减轻沉重的田赋税粮负担之举,而非如人所说的

是为了征收逋欠的税粮。嘉靖时大学士昆山人顾鼎臣说:“金花、官布,前辈建明,本为重额官田而

设,名曰‘轻赍’,以宽民力也。”[9]其具体折算,正德《松江府志》载,宣德八年(1433),巡抚周忱奏定

加耗折征例:“金花银一两一钱,准平米四石六斗,或四石四斗,每两加车脚鞘匦银八厘。阔白三梭

布一匹,准平米二石五斗,或二石四斗至二石,每匹加车脚舡钱米二斗或二斗六升。布匹长四丈,阔
二尺五寸。旧例匹重三斤,纳者率以纱粗验退,忱奏不拘斤重,止取长阔,两端织红纱,以防盗翦,至
今行之。阔白绵布一匹准平米一石,或九斗八升,每匹加车脚船钱米一斗,或一斗二升。已上于重

则官田上照粮均派,俗名‘轻赍’。”[10]pp12-13万历六年,应天巡抚张凤说:“细布一匹,准平米二石,粗布

一匹,准平米一石。……先尽下户及赔疲之粮。”[11]万历《嘉定县志》编者认为,周忱见嘉定土薄民

贫,而赋税与邻县等,又地产棉布,“奏令出官布二十万匹,匹当米一石,缓至明年,乃带征。盖布入

内帑,中官掌之,以备赏赉,视少府水衡钱较缓,公实用以宽瘠土之民”[12]。明末苏州人陈仁锡说:
“按金花旧制,京库折粮,每平米一石该折银二钱五分,周文襄、王肃庵(即应天巡抚周忱、苏州知府

王仪———引者)二公,俱派于重额田上,则此项银额派于吴县、长洲、吴江三县,以其田额重,故以是

宽之也。京库折布,每一匹准米一石,每匹价银二钱五分,扛银分(分前原缺一字———引者),旧制派

于太仓、昆山,嘉定三县,以其地出布,其土高阜,故以是宽之也。”[13]p287华亭人陈继儒也说:“察得细

布之役,起于正统八年周文襄公念松江赋役烦重,奏将阔白三梭布一匹,准平米二石五斗,每匹加车

脚船钱米二斗六升,阔白棉布一匹,准平米九斗八升,每匹加车脚船钱米一斗二升。”[14]《布解议》,p18明

末清初的昆山人顾炎武也认为,江南赋税钱粮“征科之额十倍于绍、熙以前者也。于是巡抚周忱有

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宽官田”[15]。
因为在产布区改征粮为棉布以减轻业户的实际负担,所以各地如嘉定和常州武进、宜兴等地将

其视为利薮,竭力争取改征额。如嘉靖末年昆山人归有光对其家乡的折布额推扩到昆山全县甚至

部分转移到常州府大有意见,专门致信地方官,要求维持原状[16]。而嘉靖初年宜兴知县丁谨认为,
宣德间折征时,武进、宜兴二县官布为八万匹,后来被松江、嘉定二处分去三万匹,“后县虽有银布之

名,殊无银布之利”,现在请求“官布为松江、嘉定分去者,照旧复还分派”[17]p14。各地人士大多站在

地方利益立场,伸张利益诉求。
至于周忱实施折粮征布的时间,正德《松江府志》及明后期江南各地府县志均记为宣德八年,而

陈继儒记为正统八年(1443),由明廷于正统五年即下令将松江府折粮大梭布等免征来看,当为宣德

八年,殆无疑义。
细绎上述江南地方人士的评价,应天巡抚周忱在赋税改革的宣德年间的做法,鉴于官田税重而

民田税轻的情形,在出产棉布的州县,将重额官田的本色税粮,改派棉布征收,以减轻官田重则户的

沉重税粮负担。其中阔白三梭布,也即细布,一匹准米二石五斗,阔白棉布,也即粗布,一匹准米一

石。这样的折算率,特别是阔白棉布准米一石的比率,并非周忱始创,明廷前此已曾多次实行,但对

于植棉织布的农户,当然十分合算,而且运输费用当也大为降低,实际负担大大减轻。此后,这种折



算方法一直得到后任地方官的沿用。天顺二年(1458),巡抚崔恭恢复旧例,“阔白三梭绵布一匹准

平米一石五斗,或一石四斗至三斗。阔白绵布一匹,准平米七斗五升,或八斗至七斗”[10]pp18-19。正德

六年(1510),巡抚张凤恢复论粮加耗并银布折征旧例,“今后派征钱粮,俱照先年巡抚周尚书所行则

例,不分东西中三乡一概粮上加耗,金花银两布匹,先尽重则官田,每银一两,折米四石,粗布一匹,
折米一石,细布一匹,折米二石,白银一两,随时定价”[10]p19。明后期江南税粮折征棉布,虽然时有轻

重,但大体上一直在遵照周忱所创标准实行。
在明代历史上,税粮折收棉布,溯其渊源,其实并非创始于周忱。早在洪武十八年(1385),朝廷

下令,两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税粮钞,每五贯准米一石,绢每匹准米一石二斗,金每两准米十石,银
每两准米二石,棉布每匹准米一石,苎布每匹准米七斗[18]卷29《户部十六·征收》,p557。洪武三十年,朝廷又下

令,各处官田粮,折收苎布等项均解京库收支[18]卷28《户部十五·会计四·京粮》,p530。永乐十一年(1413),朝廷即

令“各处折征粮,金每两准米三十石,阔白绵布每匹准米一石五斗”;宣德四年,又“令顺天、苏、松并

浙江属 县 远 年 拖 欠 税 粮,每 绢 一 匹 准 米 一 石 二 斗,棉 布 一 匹、丝 一 斤、钞 五 十 贯,各 准 一

石”[19]卷2《田赋二》。正统元年,令浙江、江西、湖广三布政司,直隶苏松等府县该起运南京粮米愿纳折色

者折纳布绢银两[18]卷28《户部十五·会计四·京粮》,p530。天顺二年(1458)题准,湖广实征秋粮米58万石内,将

20万石每石折收阔白棉布匹一匹,每年将10万匹送南京该库,其余10万匹贮本司及本府库,支与

官吏旗军准作月粮[18]卷29《户部十六·征收》,p558。但这些折征,不但广及全国,而且往往因水旱灾欠税粮无

着而起,与日后周忱专门在棉布产区为减轻业户实际负担而改行折征棉布的做法,有本质的不同。
这种折征税粮的布匹,并不是江南棉布产区民间所织的普通布匹,而有着规定的门幅尺寸。明

代后期畅销于华北各地的是标布,较标布稍狭而长者称中机布,最狭而短者称小布,阔不过尺余,长
不过16尺;青浦县朱家角镇所出布匹,小号布阔8寸3分,长18尺,大号门面阔9寸5分,长19
尺[20]。看来江南民间通行的棉布长不过2丈左右,阔不过1尺左右。而江南进贡朝廷的官布,洪
武二十六年规定:“白绵布每匹长三丈二尺,阔一尺八寸,重三斤。”[18]卷30《户部十七·库藏一·内府库》,p573早在

实施折征之初,周忱似乎就考虑到布匹规格长阔合式又斤重达标难以做到,乃规定“不拘斤重,止取

长阔,两端织红纱,以防盗翦”。无如收布部门仍以此原定标准刁难解户。到弘治六年,内库甲子库

以“布匹不登原样拣出,奸人恐吓,解户揭借贿嘱,至费银八九千两”。弘治十六年四月,户部议奏,
“苏松布精细而斤数不足,北方布粗厚而斤数有余。自今苏松等处解布至部,拣中送库,不得再拣,
以免解户借银贿嘱之弊”[21]。到万历六年,应天巡抚胡执礼题定京库布式,并将苏、松、常三府织成

样布三匹咨送到户部,尚书张学颜验得:“每布壹匹,长叁丈贰尺,阔壹尺捌寸,每匹重贰斤肆两,视
旧例叁斤之数,虽少不足,但布匹细密,委与他处不同,合将样布两头用印钤盖,行验粮委官会同科

道检视堪用,即将壹匹送内库收贮,壹匹存留本部,壹匹咨送巡抚,严行各府州县照式织造,永为遵

守。”[3]p1015官布较之民间一般布匹,长阔门幅多出将近一倍,更加细密,质量非同一般,原来对长阔

尺寸及重量均有要求,但周忱始行之初似即考虑到这一点,因而规定只论长阔而不论斤重,但收布

的内廷仍以此刁难解户,到万历初年,再次重申只论尺寸而不论斤重,稍从实际出发。贡纳折征的

官布门幅要求远大于民间普通布匹,因而需要专门织作,所以地方文献称“又有阔大者为官布,不常

织,惟官买时为之”[22]。

二、明代江南官布的解运方式

明代江南官布解运京师,特别是松江府解运三梭细布,后来成为江南最苦的差役,解户负担极

为沉重。其征解方式前后又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而不同的方式,对于解户本身,实际负担大不一样。

1.计里编役解运布匹。明初在完备的里甲制下,官布因为由赋税米粮改折,同田赋漕粮一样,
责成粮长解送漕粮时搭运。解送之前,也按里甲应役的办法实行,里甲户十年轮役一次。布解与北

运漕粮和南北运白粮均是里甲“大役”,十年轮役,邑里骚扰,不胜其烦,改为在粮区范围内五年一编



审充役。在松江府,如康熙《松江府志》编者解释:“成、弘以前计里编役,其布解北运、南运及解淮等

差,俱于解户内点充,后诸解不胜其困,因于每区五年一编大役,充布解、北运、南运、收兑、收银等

差。”[23]p3在常州府,嘉、万时人唐鹤徵说:当地金花银、本折布匹等征于秋粮的赋税,“自隆庆以前,
各以分数派之粮长,十分为率,如金花居十之几,各项各居十之几,则亦无论粮长所收之多寡,而各

十分之几为金花,几为各项也”[24]卷4《钱谷志一·额赋》,p34,也是通过里甲编役的办法完成布解任务的。由

里甲户直接交纳布匹,同交纳米粮一样,不但成为民间的极重负担,而且经过层层索诈勒卡,额定棉

布量也往往逋欠难完。正德元年(1506)十一月,东厂太监丘聚即称,“苏州等府纳户解折粮大布三

十余 万 匹,赴 甲 字 库 交 代,自 三 月 至 今,仅 收 二 万 五 千 匹,余 尚 未 完,必 该 库 有 留 难 之

弊”[1]卷19《正德元年十一月丙戌》。八个月下来,交纳量不到定额的十分之一,里甲差役制下官布解运的窘境

可以想象。
后来遇有水旱灾害,为减轻地方百姓负担,朝廷也往往采用减征办法。正统五年,“命直隶松江

府华亭、上海二县今年折粮大三梭布五万九千七百三十二匹免征,但征中等三梭布二万匹,每匹折

粮二石,其余折征阔白绵布,以其民困于水灾故也”[25]。弘治十七年,“令苏州、松江、常州三府阔白

绵布以十分为率,除六分仍解本色,暂将四分每匹折银三钱五分,解部转发太仓收贮。如遇官员折

俸及 赏 赐 军 士 冬 衣 不 敷,照 例 每 匹 给 银 二 钱 五 分,自 行 买 用,积 余 银 两 候 解 边 之

用。”[18]卷28《户部十五·会计四·京粮》,pp530-531朝廷只有在征收无望的情形下,才下令减征。

2.试行点佥布行解布。官布由解运漕粮时搭运,也许数额并不大,但涉及几乎全体田粮户,
“人甚苦之”。成化二十二年(1486),松江知府樊茔以松江赋重役烦,体会周忱立法初意,谋求通融

之策,采用“取布行人代粮输布,而听其赍持私贷以赡不足”,据说“皆有惠利及于民,而公事又沛然

以集,巡抚使下其法于他府,俾悉遵之”[5]p69。松江府改变成法,得到巡抚的支持和推广,但延宕了

一些时日。常州府武进县仿行此法,已在嘉靖初年。万历《武进县志》记载,该县京库阔白棉布

25000匹,准米25000石,内中本外布二万匹,此项官布,“嘉靖初招商买纳”[17]p40。大约客商不熟悉

当地市场行情,就有地方光棍串通保结,充当大商,揽纳解交布匹。包揽之人“银一入手,视为己

物”,“浪费不经,化为乌有”[14]《布解议》,p18-19。因为多为市井光棍包揽,所解布匹“稀松纰薄,不堪实

用”[17]p40,额定之布解任务落空。直到明末,还有人提出,用标布客解运布匹。此法实即以前点佥大

户的做法。陈继儒认为,布商非土著,既难托银,又无田土,势难签役,如果将布解之役签派客商,则
“客商之布标散而乡镇之布庄亦散”[14]《布解议》,p20,只会对棉布生产和销售带来灾难性后果。

3.编佥殷实大户充任解户。嘉靖四十一年(1562),松江知府臧继芳议以细布附北运漕船带

解,贴以扛垫银,据说“行之一年,仍编民运”[23]卷13,《徭役》,p14。仍编民运,说明废止布行解布,恢复为里

甲户五年一编役的做法。其时在册里甲人丁、田地与实际出入很大,再行此法,自然难以完成繁难

的布解任务。
里甲编役难以维持,大约万历初年。万历《武进县志》记:官布,“万历七年,知府穆炜议以殷实

人户充之”[17]p40。地方官府收缩范围,编佥殷实大户,将解布任务责任指定大户承担,用富户的财力

转移地方的责任。其具体做法是,五年编审一次,指定赋税大户充当解户,官府发给布价及铺垫扛

贴银,解户承包解运布匹,验印解京。在松江府,布解五年编定40名,其中华亭县20名,上海县15
名,青浦县5名,每年则华亭县4名,上海县3名,青浦县1名[4]卷11《役法一》,p1[23]卷13,《徭役》,p13。充当解户

者,“大概有田千亩以上”[26]。大户领银解布,布银如能照价及时发放,此差未尝不可。但实施过程

中,实际上弊窦百出,不胜缕举。
首先是官府点佥大户即存在买富差贫的严重不公。万历三十八年,华亭知县聂绍昌提出,每五

年编定此役,以第一殷实巨富田二千余亩家累巨万金者承役,必不容势家营脱,必不使中户滥充,一
旦编定,每年验系大户正身,决无包揽,先给银若干,验收布若干,“印贮库中,随即发银再买,验收既

足,给文发行,即时并铺垫银给之,定勒限期,解京批回”[4]卷11《役法上》,p27。但实施时,编定巨富承包买



解布匹后,却是由衙门皂快赴户房书手处催买布匹,“一佥到手,即为原差”[4]卷11《役法上》,p27,勒索诈骗,
无所不用其极。天启二年,华亭署理知县孙应昆分析,布解一役,若编定者是真正大户,银必先时足

给,解必依期起质,批必刻限掣销,自可一直实行。松江三线细布,一匹价银6钱1分,外加铺垫扛

解盘用银2钱5分,已达银8钱6分;二线细布,一匹价银6钱1分,加上铺垫扛解盘用银1钱5分,
已达7钱6分;阔白棉布,一匹价银3钱,外加铺垫扛解盘用银7分4厘,已达3钱7分4厘。如是

领解之人亲自正身前去,分毫无耗,留作盘缠、到京使费,实用则何尝有亏。然而因为大户之纨绔子

弟,多惮远行,往往雇请亲识之人包揽代解,而包揽之人往往克扣肥家,导致解户正身破家荡产。因

此,孙应昆提出,应该实行官收官解[4]卷11《役法上》,p28。明末陈继儒论道:“华亭赋烦役重,皆为役法不

均,花分者多逃于囤户之外,诡寄者多藏于官甲之中,如南北两运、细布收银、兑军二六轻赍、光禄公

侯等差解,大户不点,点及中户,中户不点,点及朋户,或罄家产赔补,或鬻子女赔偿,或称贷京师,流
落不返,或监禁狱底,控诉无门。”[14]《清诡寄议》,p10繁重的布解差役,实际往往落到贫困小户头上。

其次是布价不按规定提前或及时发放,而往往迟发、短发甚至不发。陈继儒揭露,布价往往在

验布甚至解布后再发,即使发放,“或有十不得六七者,或有干请求给仅许对支者”。解送布匹,则赁

房、听验、印解有费,置办布袱油纸包索有费,解运途中舟车关闸挂号有费,抵京交纳则门单、税钞、
内官、库官、吏书、司房、保识、库夫、长随、厨役有费,甚至还有摆饭茶果、土仪雇夫交纳第费,每匹除

铺垫外赔银4钱2分,“稍不遂愿,任意拣退”[14]《布解议》,pp18-19。
第三也是最为突出的,收布解布多无名之费。具体而言,犹有三端:一是解户接受、办理手续遭

受各种勒索;二是解运途中关卡留难;三是京中解纳布匹需付各种费用。万历二十一年,武进县知

县桑学夔称,该县官布解头十名,每年买官布二万匹,“往京上纳,程途远涉,盘剥不常,烦劳为甚。
及交京库,有需索之费,守候之苦,每年佥点如数”[24]卷6《钱谷志三·征输》,p62。万历三十八年,直隶巡按房

壮丽说,“布解系江南第一苦累”,松江府民沈万年、徐成以至控诉,“布价不啻赴汤蹈火”[6]p339。同

年,应天巡抚徐民式疏称,解布等役,“有终岁拮据始得竣事者,有水宿风餐皲皴道路赀空产罄流落

他乡,甚而血杖淋漓,公庭疲曳,盘逼狱底,羁监三年、五年尚未得息肩者”[23]卷13,《徭役》,p8[4]卷11《役法上》,p27。
后来华亭知县章允儒说,“细布解户,役中最苦”,解户收布后,“验布有费,印布有费,承行吏总常例

且不赀矣”,解户额外支出不计其数[4]卷11《役法上》,p27。其实际费用,明后期人黄廷鹄说:“细布之役,夫
各郡县有解粗布者,而松江三县特解细布,每年佥解户八名,每名费至千金以外,虽巨室大姓,往往

立破,中间惨情,不可殚述。”[27]张鼐也称,松江一府最苦者,“尤在细布一役……此解纳内府,每年

解役赔费不啻万金,他郡未有也”[8]。直到清初,华亭人董含还有深刻印象,说:“前明编审大役,有
细布、北运、南运种种名色,赔累者不少。”[28]同时期上海人叶梦珠也说:“吾乡之甲于天下者,非独

赋税也。徭役亦然,为他省他郡所无,而役之最重者,莫如布解、北运。即以吾邑论,布解每年一名,
后增至三名,俱领库银买粗细青蓝素布,雇船起运,至京交卸。”[26]

4.各种改革解交方式的动议。解户承包布匹解运,导致解户赔累不堪,破产亡家,官府只得谋

求其他办法。
一是附搭袍船解进。明代苏州、松江等地均有织染局,更有苏、杭织造局,督织袍服等上用缎

匹,官府配备袍船,专门解交袍服。万历三十四年,华亭知县熊剑化呈请:“布搭粮船,恐虑浅剥,欲
附进表,又恐陆行。惟有织造内号外号袍缎大船,船空箱少,搭载颇便。或每匹议给坐舱银一二厘,
共银若干,官商亲付船头,以为沿途顺带之费,谅亦无辞。况板坚不水发,途路不欺凌,官船不邀夺,
坝闸不留难,关津不勒掯,似觉稳妥可行。候批解苏州府,会同计议可否。”[4]卷11《役法上》,pp25-26三十八

年,苏松道呈请,在14万匹布匹中,“议将御用三线细布五千匹,照旧定织本色,附袍船解进[6]338。
同年,巡抚徐民式也主张,鉴于布解大户赔贴不堪,不妨将二线与粗布照价改折,三线布以本色附袍

船解进。但所有这些主张,“寝阁不行,朝野同惜”[23]卷13,《徭役》,p8[4]卷11《役法上》,p27,看来没有实行。
二是贴银助解。万历二十一年,武进县知县桑学夔议征收法,“如胖袄、茶蜡、硃漆、官布等项,



势不可缺者,仍用解头十九名,俱照虎头鼠尾册,田及千亩者方为佥点,其一应挂号销号往返盘费,
与夫煎销火耗,滴补鞘匣,扛索箱柜等项俱于积存羡余银内取给。至于贴役解扛银两,俱查原编款

目照数当堂给发,虽有解头之名,实无解头之费”[24]卷6《钱谷志三·征输》,p62。常州府拟动用地方积存羡余

银以补布解户的额外开支。地方人士助银解运。光禄寺丞顾正心,甚至创设义田706亩,以其所余

租米480石专门资助华亭县布解户4名[4]卷13《徭役》,p15。
三是民收官解。天启二年(1622),松江府华亭知县鉴于当时布解大户纷纷破产的惨状,提出应

该实行官收官解[4]卷11《役法上》,p28。崇祯二年(1629),华亭知县郑友玄提出改革官解之法。华亭一县布

解4名,每年领解梭布16185匹,棉布48935匹,价扛垫贴银两共计30847两,费用已经丰赡,但
“五年之内必竭数十大户之力,甚至破家而犹不得完者”。其原因在于“大户出名则人皆利之,自领

银以至销批之日,在外在京等吏书而上极于内库官监无名之费,不可胜纪”。如果改为官解,则省去

各种费用,解户可以无累。但向来官解不能竟其事者,在于“领买不得其人,收解不得其法,差委不

得其官也”。现在改变办法,先分别二线、三线布,确定织布机户,然后分派里排,令其各买二三十

匹。一二月之前即将布银交给机户,到时严限机户交布。说这样一来,里排无受勒受赔之累。里排

纳县验迄,即同扛价垫贴银一并解府,仍于扛价内每年量扣银百两,以作修理本县及粮厅座船二只

之费,以供运载,而官解之。至于官解之法,也应效仿苏、常各府,由佐贰官解运,委托粮厅帮解,其
领买收 解 俱 由 县 中 料 理。所 备 布 价,“差 委 与 领 解 收 买,俱 无 可 虑,则 官 解 行 而 民 解 可

免”[4]卷11《役法上》,pp32-33。同年,松江知府方岳贡议论,布解之所以受累无穷,关键在于四病,一是发价太

迟,二是扣银太重,三是衙蠹纵横,四是催批太急。布由县中大富充解,于是官员和吏胥门皂无不眈

眈视之为大富,先买布后给银,则每十扣一扣五,“顶区府快拴通县快,见面钱有例,催领银有例,催
买布有例,催验布催印布有例,催晒布催布出境有例”,等到押布出境,而安家路费又有例,“节节需

索,而布解之膏血尽矣”。即如印布一项,铺堂有例,茶房、库房有例,书门皂快各有例,“不则践踏”。
出境时,催批之票相续不绝,“每一票至,非数金相酬,难禁其凌逼,层层剥削,而布解之皮骨尽矣”。
有鉴于此,方岳贡提出,由官府给发串单,令解户设柜自收。说这样一来,重扣之弊可除。其余官府

所发之票,一概取消,而令解户自具出状,某日有布可印,违限责之[4]卷11《役法上》,p30。这种由华亭知县

郑玄友创行、知府方岳贡推行于上海、青浦二县的办法[14]p20,就是由官府向纳粮户发放串单,布解户

设柜自收布价和铺垫扛解银,解户收银后,先期将布价发给织布机户,收取布匹,改民解为官解,将
布匹交给县衙,委托粮厅帮解。这种办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可以确保解户获得布价等银,二是去除

解户解交环节,减轻解户在解交过程中所受的抑勒之苦,两者均可规避解户破产的厄运。直到明

末,崇祯十七年,应天巡抚祁彪佳还在呼吁将苏、松、常三府需交官布全部折价,委官带解[29]。
四是部分折布征银。征收本色布匹既给地方百姓带来十分沉重的负担,拖欠积累又不能足额

解交,地方官府士民于是谋求改变之方,反复呼吁将部分布匹改折银两征收。万历三十八年,苏松

道在主张三线细布附搭袍船解进的同时,就曾提出,其余布匹供赏之用者,“俱照原编银数解纳折

色,庶国计民生两有裨益”[6]p338。直隶巡按房壮丽也上疏认为,如果御用三线细布照常征收本色布,
而其余粗细布匹折价纳银,既不影响御用,赏赉之资也不会缺。受赏之人,得布一匹,卖出得银不过

一钱半,现在一匹布折给银两三钱,实受二匹之值,被赏者应该感悦折色,“解本色官民并累,其害既

如此,解折色公私两便,其益又如此”。房还现身说法,称其在京时,每遇年终,见光禄寺给放花布折

银,其厨役无不踊跃欢呼,而各卫所给放本色布匹棉花,“领者什九变卖,总布与花得价尚不及贰钱

之数,皆澹澹然散去”。房壮丽因而疏请:“伏乞皇上轸念苏松重地,军国攸资,财殚力竭,不堪再困,
敕下户部,议覆上请,将松江二线粗布与苏州阔白布尽数改折,征银解进,其三线细布仍织本色,附
袍船进御。一转移间,供用不至绌乏,百姓倒悬苦楚可以立解,讵止宽一分受一分之惠已也。”董其

昌后来评论道:“此疏行,乃永赖之利也。”[6]pp339-340

天启、崇祯年间,三饷加派,民不堪命,江南赋税重地负担加重,布匹也难足额解交,积欠累累。



华亭一县,岁编三梭布16185匹,粗布48935匹,每年三梭布虽系全完,“而领解者身家已尽,输纳

者皮骨无余”。知县想方设法,每年带解粗布一万匹,其余民欠难追,只得将垫贴银2881两抵充辽

饷,减省全县加编银。天启元年七月,应天巡抚王象恒在《东南赋役独重疏》中说,江南四府,每年解

交本色三梭阔白布312774匹,其中嘉定额派布95050匹,太仓、昆山二县共44950匹,武进、宜兴

各二万匹,华亭、上县二县共107849匹,青浦县24950匹,从来不能全完,“若从臣前疏,量免三分

之一,改折十分之半,亦官民两便之策也”①。陈继儒提出,三梭细布势不容折价,而阔白粗布滥恶

稀疏,北人最所厌弃,若照原价三钱七分,改折给散,北方之人“既利于得银,银又可以转买商布”,比
之二线布还坚精,松江地方则可省垫贴银4200两,可以减征,实是一举两得之良法。只有御用三

线布五千匹,仍然征收本色。[14]pp20-21崇祯六年,陈继儒为华亭知县代笔,向上司陈情,“粟米与布缕

兼征,梭布与粗布并解,即粗布一项之中,新派与旧欠通逼全纳,追呼则饥馑载道,敲朴则哭诉满

庭”。他提出,减少征收本色棉布数额,部分折征银两交纳。自崇祯八年为始,以后每年只起解粗棉

布二万匹,“此外万万不能复解”,其余部分议行改折,将改折银18021两按季随金花银差官搭解。
说这样一来,“既不违十分全完之圣旨,而又可宽东南力尽之小民,似亦上下通融而无碍者”,而且南

方粗布稀疏,北方布匹坚阔,南布每匹算扛解铺垫银3钱7分4厘,北布仅只2钱多,若南布折价,
省却各种解运使用之费,则“何如折布易银,听凭给散,自拣自买,利军利民”[14]pp25-26。陈仁锡甚至提

出:“官买官解真良规,既无扣除之苦,更无使用铺垫之费。况三线细布,入贡必须买解,然一匹议价

八钱三分,松江原价四钱五分,余皆充使费耳。二线可有可无,折银买解,俱可设议。一线是犒军之

需,都市尽有,止须解银折给,军且快心,应当酌议者也。”[13]p320

但文献显示,直到明亡,江南棉布改折银两征收并未实施。终明之世,布解始终是悬在苏松等

地江南百姓头上的利剑,受尽折磨。

三、清代江南官布征解方式的变化

清朝定鼎后,宫廷所需布匹,仍主要由江南地区提供,但解运方式有了根本的改变,同清初的漕

粮一样,改为官方采办,民间的实际负担应该大为减轻。
顺治二年(1645),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除布解、北运、南运各色解户收银诸役,改为吏收官

解,仍照田均编经费银为解官经承吏役倾销诸项公费”[30]。次年,朝廷“总计天下财赋重地,惟江

南、浙江、江西三省苏、松、嘉、湖诸府尤最,巡抚黄徽请以漕、白二粮与岁贡绢布俱官兑官解,以舒民

累”[31]。可见,清朝立国之初,即将江南官布的解运方式,改为官兑官解,而且由官府依照时值估

办,也即吏收官解。
顺治十年,清廷下令:“改折三梭三线布银,其本色布匹,俱照时值估办,改定料价折色银,应办

本色起运者,亦随时估值,申报大吏核实编征。”[32]令典规定,本色布匹,按照时值估办;已经改征折

色银,而仍起运本色棉布者,也随时估值,核实编征。当年,松江府改折三梭布棉布银共7617两2
钱,扛银解费共7666两。三梭三线布每匹原编价扛银6钱1分,岁用垫贴银1钱5分,现为每匹折

价银1两,扛费银7分5厘,每银一两,另编解费银2分。本色布匹三线布原编每匹价扛银6钱1
分,铺垫扛费各1钱2分5厘,二线布每匹价扛银6钱1分,铺垫扛费各7分5厘,棉布每匹价扛银

3钱,铺垫银2分4厘,扛费银5分,现在每年俱照时值估办[23]卷7《田赋二》,p6。
康熙三年(1664)重申,江苏布政司应解五色三梭布5000匹,棉布27036匹,“采办价值,皆由

部核销”。此外,原由江苏办解的三梭棉布27367匹,雍正三年(1725)改由山东布政司解送。[33]p19

似乎由江苏采办解送的官布在减少。康熙五年,娄县知县李复兴详行均田均役法,见当时役法日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6册《苏松》(引《上海县志》,第47、49页),其中解布总数原文作“三十二万二千七百七十四

匹”,核其细数,对照其他志书所载,实误。



敝,将其中原有的布解、南北运、收仓收柜诸重役,“皆贴官料理,民得息肩矣”[34]。可见其时松江府

还曾由官府贴银完成布解重负。
然则估值采办或后来的按标准报销价银而采办,是如何采办的呢? 据碑刻载,松江府编为小甲

月首完解采办布匹,小甲月首则与官府吏书串通,向商牙布铺“滥取布匹,或几千,或几百”,“朱签逼

迫,无论商贾,定下货物,立刻缴进,官价不知何时给发,牙行无从设处”。看来这种商牙采办之法,
是官府并不备足货价,责任地方小甲月首包揽完成,小甲月首则向商牙铺户采取,所获布匹,或短发

迟发价银,或干脆无偿攫取,严重扰累了布牙商户。顺治十七年,巡按马具题,说奉有谕旨,苏、松、
常三府上传布匹,委官办解。但小甲月首滥取布匹行为未曾得到遏制。康熙三年,松江商牙控告至

江宁巡抚韩世琦处,韩批令布政使查覆。布政使申令委官办解,内局布匹则由苏州织造府在苏州就

相应棉布字号平买。但办解布匹时,仍是“奸蠹朋比,借影生波,上传布价,现扣地平……甚至官价

朋侵,至商贾视为畏途,牙庄束手受诈”,没有多少改观。直到康熙十一年,在江宁巡抚玛祜再次批

示后,松江府将布匹官办官解六款,立碑公示[35]。自后官布采办才正式官办官解,实行新的采办方

式。大约官 府 办 解 布 匹,每 年 三 月 奉 接 部 文,“临 期 急 迫,必 需 牙 行 经 纪 四 散 收 买,所 以 价

贵”[36]《请预发采办青蓝布匹价银折》,康熙三十四年九月,p6。可见清初的吏办官解布匹,由于经费无切重保障,经办官员

也曾短发或不发价银,而将责任转嫁到布铺布牙头上,由其承值缴纳。
江南办解官布,具体做法后来也有所变化,主要是采办的地域范围大为收缩。同治《苏州府志》

载,乾隆三十六年(1771),户部回覆江苏护理巡抚李湖奏称,江苏省年额办解物料甚多,其中“年额

采办三线等布,向由吴县选铺领办。此系奉部随时派办,向无定数”[37]。此记载特别重要,它至少

明晰地透示两点:一是清代所需江南各色棉布,不再像明代那样征解广及苏、松、常三府,而是收缩

在苏州府吴县一县;二是吴县完成征解棉布的任务,采用的是选择布铺领办。也就是说,明代直至

清初征解棉布的三个府,至迟在乾隆年间,只要交纳棉布折价银及铺垫扛贴银,发生了财政转移,由
吴县一地办解布匹。从实际运作来看,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康熙中期,苏州织造李煦在苏州每年采

办青蓝布匹数十万匹,其法已变。就此推断,清朝集中在苏州吴县一地实施采办官布,时间当在康

熙早中期。其时,江南棉布踹染加工业已向苏州城市集中,苏州又是织造衙门所在地,由苏州织造

在当地采办官布,大概最为方便,也最为有效。
官府采办布匹,估照时值,予以报销,自然定有报销标准。原定棉布,每匹准予核销3钱多。康

熙三十四年,苏州织造李煦于当年四月方奉文“采办青蓝布匹三十万匹”,“只得仍照旧规采买,以致

相沿成例,不得稍减”。临期急迫,春天三四月间,又非棉布上市季节,采办之价就高。为减省采办

费用,李煦奏请,来年应办之布,先于前年十月,不用牙行经纪,预将价银给与织布之家,从容办料,
乘暇纺织,待至春间陆续收染。说这样一来,每匹可省银6分多,采办30万匹,可省2万余两

银[36]。《请预发采办青蓝布匹价银折》,康熙三十四年九月,p6其时“每年领布政司钱粮十六万两有零”,采办青蓝布匹。从

此,采办布匹大概即按李煦所说,先将银两给散机户,“所以历年起解无误”。到康熙四十四年,因内

库布多,户部题请暂时停办[36]《采办布匹亏欠缘由并请仍派采办折》,康熙五十四年六月十五日,p180。乾隆中期,江苏巡抚陈弘

谋在任时,物价持续上涨,奏定每匹价银5钱,“俟物价平减,即照旧额办理”。乾隆二十七年奏准,
照时价每匹准销银5钱。次年奏准,苏州织造办解青蓝三梭布,每匹准销银3钱7分,水脚银2分2
厘[33]p19,p6886。次年,徐鸣山额办棉布27367匹,江苏巡抚庄有恭奏称,因“去秋木棉歉收,花纱贵于

往昔,现在时价核算,每匹弹纺织工杂费等项,核与奏准之数有浮,未便准给,应该仍遵恩旨,照每匹

五钱之价赶办”。该批棉布需价银13683.5两,其中动用原编部价每匹三钱,该银8211.1两外,应
协贴不敷银5443.4两,应解部饭银2216.727两,均应于乾隆二十八年耗羡银内动支解给[38]。由

此和乾隆五十二年江苏巡抚闵鹗元奏折可知,清廷采办江南棉布,户部核定每匹3钱,在定价内开支,
随着物价上涨,户部没有相应调整,超出部分则由地方耗羡银内动支,实际上转嫁了宫廷财政开支。

清代在江南采办布匹的数量,既有研究尚未涉及,其实也可大致理出头绪。康熙末年,户部尚



书赵申乔上奏称,江南青蓝布匹自康熙三十四年归于苏州织造李煦领价办买,三十五年办解30万

匹,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俱每年办解50万匹,其间四十三年欠解110370匹,四十四、四十五两年

共应办解布100万匹,全未解到。青蓝布每匹价银3钱2分3厘,苏州织造共欠解布1110370匹,
共价值银358649.51两,“今库内存贮青蓝布甚多,已于四十四年停其采办,而苏州织造十年前所办

布匹至今不解,十年前所领布银至今不还”,请求皇上敕下督抚严催,将所领采办布价勒限速解户

部[39]。赵申乔的奏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朝廷从江南采买的青蓝布,康熙三十四、三十五两

年每年为30万匹,已与明代进贡棉布数相当;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十年间,下发采办数增为每

年50万匹,实际办解为388963匹。通观清朝江南棉布的采办量,当是数量最多时期。后来停办

十年。乾隆五十二年,委员苏州府知事张允毅督商领办棉布27367匹,当时每匹价格实需银5钱,
共需银13683.5两,部编价银每匹3钱之外,协贴不敷银、解部饭银在耗羡银内动支[40]。嘉庆四年

(1799)议准,江南布、浙江丝绵、山东布、江西苎布,库贮均足敷用,于嘉庆五年为始,停其解交[33]p20。
因为采办量远远超出实际使用量,有些年份实际短解甚至完全不解,采办布匹数量大为减少。

清廷将棉布采办范围收缩为苏州一地后,自然不全然像李煦说的那样,预发银两给布户,也非

如乾隆年间江苏巡抚所说,核定价值,按照市价,而是作为差务,派令布铺字号挨次承办,轮值应差,
实际上是利用苏州最为丰实的布业实力。道光八年(1828)户部咨:“江苏省额解道光八年分五色三

梭布五千匹,现在各工并颁赏需用甚多,应添派三梭布六万匹,又应添派本色油墩布六万匹,限十年

四月内解库。如敢玩延,立即奏参。”接到户部咨文后,江苏巡抚转行布政司饬令添办,并专文上奏。
陶澍的奏折提供了清代江南棉布进贡朝廷的具体运作等大量信息,极为重要。

一是责成布铺轮值承办。据布商汪益美呈称:“自乾隆四十四年以来,每年只有额办五千匹,间
有不办之年,“近来逐渐加多,差多费重,以致各铺为赔贴倒歇,十不剩一。现存二十一户,复经报歇

十三户,纷纷改业。此后仅剩数户,力尽难支。”苏州府督同吴县也详称:“查布差,向额之外,门有添

派。溯查嘉庆二十五年以前,惟十一年及二十年派办至十一万余匹,为数较多。其余每年或一二万

匹,至多不过六七万匹。从前原有布商四十五户,挨次承办,数年轮值一次。尚易领办。近年铺户

接踵退歇,不敷轮做。所有道光六年各项布十八万九千余匹,甫据该商承领,尚未办解。又有派办

七年分布二十万五千匹,先经咨部请减,或分年办解。”可知自乾隆四十四年以来,每年额办5000
匹,间有不办之年。直到嘉庆二十五年,只有嘉庆十一年与嘉庆二十年派办至11万余匹,其余年

份,每年或一二万匹,至多不过六七万匹,通年牵算,每年大约四五万匹。道光初年,因典礼备赏需

用较多,派办逐渐加多,道光八年增至13万匹。由此可知,清廷派办江南布匹,原来大体沿用明代

定额,多至30万匹,后来因实际使用量减少,乾隆中后期减至每年五千匹,而嘉庆中期,有些年分会

增至10万余匹,但通常在一二万匹,至多六七万匹,道光初年,则增至10万余匹,年年如此。
二是视实际需要酌量解办。清宫存放布匹,同丝绸一样,“总分所存足敷三年之用为度”,多则

暂停解办,少则先期行文制备。嘉庆十五年,库贮江苏布匹多达80万余匹,支放有余,因而暂停派

办。而道光初年,三梭布每年约用四五万匹,库贮减少,是以增加派办量。道光年间,户部在回覆陶

澍“查照嘉庆二十四年以前历年旧则,酌中定数,遇有添办,每年总以若干限度”的奏折时,并未改弦

更张,而议奏道:“查现在库存三梭布八万余匹,每年约用四五万匹,例应三年库贮,今核计不敷二年

支放。油墩布现存四万余匹,仅敷本年支放。所有七、八两年分派此二项布匹,断难议减。应令按

照前限如数解库,毋得再迟。其六年分派办布匹,据该抚奏称业经发件领办,应令照前展期限,于本

年一并解交,以备支放。至三线布、棉布二项,库贮尚可敷用,酌拟暂停解办,将七、八两年分额解江

南棉布,缓至道光十年,俟油墩布、三梭布解齐后,于十一年起按春秋二季分批解交。其七年分添派

三线布六万匹,缓至十一年,俟江南棉布解齐后,届期核计存贮多寡,倘不敷用,再行知该抚,于十二

年起按春秋二季解交,如足敷应用,仍即停止,以恤商力。”[41]户部的议决似乎理直气壮,因而毫不

退让,而只是稍微放宽时限,但对派办的布价银仍未作出任何安排。



三是规定按标准报销布价。清廷派办江南布匹,户部核定每匹布价三钱银两,后来物价上涨,
并不相应增加报销银两,而是由地方耗羡银两支用。苏州府暨吴县衙详称:“前据各商纷纷具禀,或
请增例价,或请移产地接办,均属窒碍难行,迭经驳斥。惟查三梭布每匹例价银三钱零,油墩布每匹

例价银四钱,三线布每匹例价银六钱,棉布每匹例价银五钱,均系从前部编及乾隆年间所定。”此项

可以印证前述乾隆年间布匹报销银两内容。
四是由于派办布匹数量过大,掯勒铺户过甚,苏州布业铺户纷纷倒闭歇业。嘉庆、道光年间,派

办之布“不能按限交纳,往往逾至半年。自道光二年后,竟迟至二三年始行交库”。出现类似明后期

加派丝绸不能如期织解的拖欠现象。苏州府暨吴县衙详称,当时“生齿日繁,物力维艰,日形昂贵。
应领例价,本属不敷,其解运费用,一切例无开销,添布愈多,赔贴愈重。”既是强令派办,短发少发布

价,不计布匹解运费用,自是寻常之事。清廷改变明廷做法,不由富户自行解交布匹,而改由官方采

买,但财政安排不足,核定价格并不到位,仍将负担转嫁到布业铺户头上。道光六年派办各项布匹

189000匹,七年又派办205000匹,“屡经饬催,尚未据各商领办”。八年夏复奏咨派道光八年分布

125000匹,限十年四月解库,“通计两年零四个月之内,共需办解布匹五十余万,商力实属不支”。
采办官布,给苏州布业铺户带来了极为沉重的额外负担。

陶澍奏折中提到的领衔棉布字号“汪益美”,是徽州布商于明代万历年间创设于苏州的著名字

号,曾在康熙三十二年、四十年和五十九年的碑文中以“程益美”字样出现,在道光十二年的碑文中

又以“汪益美”字样出现,到道光时,仍然兴盛,每年销布百万匹,赢利银20万两,“富甲诸商,而布更

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42]。官府遴选头号布商“汪益美”采办

官布,显然是要借助布商的财力,转嫁财政负担,仍不脱清初肆意向商牙布铺滥取布匹的掠夺本质。
直到道光时期,清廷及其苏州地方官府,仍未备足价银,按照市场价格,等价采买布匹,而是压价短

价甚至不发价银,掯勒布商铺户。较之明代,清代官布的采办,只是将负担由广大业户转移收缩到

了专业棉布铺户头上。清代苏州棉布字号因官府采办棉布少发迟发价银而逐渐消减,朝廷采办布

匹掯勒铺户严重地影响了江南布匹市场的正常经营。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后,清廷派办布匹,据奏,“咸丰十年以前,苏商与松商分任办理,兵燹后,

苏商乏人接充,历年欠解供布,奉部奏咨严催”。同治四年(1865),苏城布业公举职员戴权充当董

事,议由苏属九县布庄布店每匹提捐钱2文,作为帮贴。六年,该董事又以无锡、金匮、江阴三县毗

连常、昭两县处所,不出此捐,不足以昭平允,议照常熟、昭文二县庄店派数捐办,其余不毗连乡镇概

行免捐。十年认办五年分添派布8万匹,该董请饬常州三县辖境一体提捐,以资协济。三县议由无

锡县捐廉钱500串,金匮县捐廉钱2000串,江阴县捐廉钱1100串,作为贴补,仍免捐办。然而此

项供布终不能办齐起运,于是革退董事,改行官办官解。同治十三年以后,采用收捐之法,每匹循旧

例,抽收钱2文,名曰产地捐,以作供布津贴水脚不敷之用[43]。清末,原来进解的布匹,“间数年办

贡一次,无定期,亦无定数。其款捐自商户,向章由上海布捐局于征收稀套布捐时带收此捐,每匹制

钱2文,按季解缴藩库储备拨用”[44]。数年办贡一次,看来数量大减。但直到清末,派办布匹的不

敷脚价银等,仍责令布庄布店提捐帮贴,布户承值应差的性质主旨仍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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